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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创新

和窗口开启标准
—基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

□孙国峰　余平平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08]

[摘　要]    通过对多源流模型的重塑和优化，创新性地将网络元素运用于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

以及政策窗口开启的价值标准探析。网络时代中，公民自由表达权的成长建构起多中心话语权威体

系，助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民主化政治生态的养成，使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从政府主

动、公众被动的模式，向公众主动、政府跟进阶段转变，最后演变为公民主动、政府主动，官民高度

互动的决策模式。在互联网信息流对流过程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与互联网

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标准筛选议题，促使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汇合，政策窗口开启。政府应该

利用有效的制度途径进一步强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能力和价值标准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提供新的治理视角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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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关联、各利益关系

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而其决策机制是保障这种动

态有序化的制度安排[1]。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和经

济转型期，潜伏着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公共政

策作为公共利益的分配手段，正当的决策程序和科

学论证将有利于公共政策发挥社会管理和利益调节

的作用。截至2015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2]，以互联网为主要公共空间的新兴公民社

会开始在中国出现，公众随时随地可以通过门户网

站、微博、微信、论坛等自媒体参与议程设置，表

达民意。某一焦点事件一旦在互联网上曝光，网民

就会通过主题的转发、浏览、点评、网上投票等方

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政策问题的建构一直是公共政

策的前沿领域，金登的多源流模型对于什么样的社

会问题会促使政策窗口开启具有非常强的解释能

力。但该模型建构于西方语境，在中国国情和互联

网背景下，亟须重塑和优化。目前国外学者主要聚

焦在网络政治理论框架下研究公民网络参与，提出

了网络政治、网络权力、电子政府、网络公关等概

念[3~4]。而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传播学解读公

民网络参与的种种现象和衍生出来的影响。关注于

互联网群体智能主体、网络议题建构、网络舆论演

变路径及其对决策的影响，主要运用典型案例梳理

分析、文本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并通过“议程设

置”理论、“扎根”理论、自媒体触发模式等分析

网络现象[5~10]，但很少解读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决

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对政策窗口开启的标准

研究非常有限，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定位公共政策的

价值取向，而对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微观层面的标

准研究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互联

网时代下多源流模型面临着怎样的重塑？中国公共

政策的决策机制如何创新？促使中国公共政策窗口

开启的标准何在？通过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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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目的与政府回应的考察，提出互联网时代下

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创新路径和政策窗口开启

标准，以期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工具和

视角。

二、互联网时代下多源流模型的重塑与

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创新

（一）互联网时代下的多源流模型

传统多源流模型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

三者是独立运行的，互动不足，可控性强，而且有

各自的动力机制和特点。问题流中的问题之所以能

够引起人们的重视，源于系统的指标显示，或者灾

难危机事件的发生。政策流中的政策共同体是由专

业人士组成，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别人兜售他们的

思想，试图“软化”更广泛的公众[11]。政治流中各

种力量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共识与平衡。当系统中触

发机制起作用时，三大溪流就会聚合，“政策之

窗”由此开启，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多源流

模型提出的时候，互联网时代还未到来，三大溪流

之间缺乏广泛的信息沟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和很高的交易成本，也意味着更多的社会问题很难

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但网络时代问题流、政策流和

政治流不再是彼此独立运行，也不是松散结合，而

是交互影响并充斥议程始终。  因此本文在

Kingdon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大数据时代下信

息流这一新变量，建构互联网时代下的多源流模型

（见图1），突出了交互性、网络化等特点，增强

了该模型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背景下的适用性。

1. 问题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流对

议程的设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问题流的形成

并不仅仅是决策者在推动，而是公众、媒体和决策

者互动的结果。公众已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可以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而且

参与话题的转发数、浏览数、评论回复数等成为更

加直观、更具有冲击力的问题指标。传统媒体在互

联网的冲击下，可能会存在为了博取眼球、赚取点

击率而过度迎合网友，甚至不惜以新闻真实性、严

谨性为代价的问题。但网络时代下的机构媒体议程

设置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加强。每天推送热门事件，

始终将问题保持在有效的关注之内。公众的关注，

媒体的报道并不足以形成政策问题，还需要政府部

门的介入。政府根据网络平台对问题的关注度、网

络舆论走向等情况，适时采取相应的行动。

2. 政策流：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加包容、自由的

交流平台，公众、学者、媒体等通过互联网与政府

进行虚拟接触。不同思想库在互联网平台共享资

源、思想交流，涌现大量的可选择方案。政府可以

主动利用互联网工具，观察舆情，吸收民意，释放

决策气球，进行议程建构。“全面二孩”政策、延

迟退休政策、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等政策案例中，

政府都是通过网络释放决策气球，听取民意、收集

意见，再经智库、专家委员会等调研讨论和反复论

证，最后出台科学化的相关政策。

3. 政治流：网络时代下的政策议程设置涉及到

多方主体：政府决策者、机构媒体、相关利益群

体。通过引导、调节、组合和粘合碎片化的网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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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时代下的多源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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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政府决策者对多元政策诉求进行去伪求真、去

粗取精，通过对问题的界定，备选方案的选择和论

证，管理权限的划清，从而判断公众议题是否进入

政策议题。当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的时候，主流媒体

承担着信息过滤和强化作用，通过及时深入报道权

威信息，对舆论进行纠偏和把真正的公共问题放在

引人注目的地方。互联网时代，国民情绪最容易通

过舆论形式表现出来，对政策议程产生渐进、持续

的推动力。

4. 政策窗口开启：互联网加大了问题流、政策

流、政治流的耦合概率，增强了耦合时机的显现度

和可预期性[12]。虽然网络上的话语呈现碎片化、无

序性、零散性等特点，但一旦焦点事件发生，媒体

对事件的报道以及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再

加上可行性备选方案的产生，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

弈，使得这些话语在网络平台上相互交汇，就共同

促使其向政策问题演变。面对互联网涌现的社会问

题、备选方案和政治力量，政策窗口开启标准体系

就将发挥梳理、筛选、整合的角色，避免决策者因

为过多的社会问题造成注意力涣散和麻痹。如今我

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

期，相关部门应该正视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改变

传统的决策机制，创新与公民的沟通和回应机制，

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创新

与“自上而下”的动员命令不同，网络建立了

双向的信息交互方式。而互联网因其高渗透性、自

由性、互动性等特点，解构了决策者决策话语控制

权，开创了信息多元和自由讨论的全新时代。网络

捍卫每一个人的平等话语权，这进一步促进了民

主、合作、自由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民意在网上可

以快速聚集，形成利益同盟，以网络集体行动向政

府提出决策议案，影响决策行为，实现了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的有机融合，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更广

泛的沟通与交流，也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意识。

面对强大的互联网舆论信息流，政府也加强自身在

互联网中的定位，迅速跟进，主动回应，形成了中

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的两个阶段。

1. 阶段一：公众主动，政府跟进（图2）
某一焦点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网民的广泛热

议，普通网民以极高的热情参与事件的讨论，通过

主题的点评、网上投票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社

会知名人士成为网络意见领袖，推动事件的深入发

展。大众媒体对相关事件大规模的报道，得到各方

面的关注。知识精英凭借其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专业

的知识对事件进行中立的分析评价，甚至提出可行

的政策方案，成为了事件进入政策议程的助推器。

当较大范围的网络舆论和民意形成并指向公共政策

和公权力时，政府会根据舆情予以回应，或是表明

态度，或是持续公布最新的消息，或是采取行动制

定相关政策，或者撤销原先决策。在强大的舆论压

力推动下，政府会以积极的态度与民意对话、协商

和合作，达成共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就体现

出公民主动、政府后续跟进的过程。
 
 

 
图 2   公众主动，政府跟进

 

上海市民张晖在天涯论坛上发帖，陈述自己遭

受上海闵行交警以“钓鱼”手段非法取证的经历。

主贴半个月内访问量超过18万次，评论近2000条，

同时被各大论坛转载。张晖事件发生不久后，在上

海又发生一起类似的事件，造成当事人孙中界用菜

刀自伤小指，使得网民对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

讨论迅速升温。其实，上海郊区钓鱼执法现象由来

已久。张晖和孙中界事件由于通过网络曝光，才引

起舆论普遍关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钓鱼式执

法，危害猛于虎》，被网络迅速转载。传统主流媒

体的介入，把舆论浪潮进一步推向高潮。事件发生

后，专家学者、普通网民、媒体等构成政策共同

体，提出了各种治理钓鱼执法的方案和建议。包括

要实现行政收支两条线做法，要加强立法，还要提

高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等。从事件在互联网上曝光

到上海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这期间网民、大众媒

体、专家学者形成联盟与政府进行互动博弈，影响

政策决策，推动政府议程的设置，最终导致新的公

共政策的出台。张晖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领回了罚

款；孙中界也得到了相应的政府赔偿；上海市政府

积极作为，纠正执法后果，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行政执法的相关文件。

2. 阶段二：公众主动，政府主动（图3）
网络技术已经开启一场信源革命，信息流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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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的并且互动性强。政府在不断与网络信息流

互动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去主动应对危机事件。

从处理山西“黑砖窑”案、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

“邓玉娇”案等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中，政府进一

步意识到面对网络舆论不能“堵”只能“疏”，应

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从管制到治理的深刻转变。政

府开始建立与公民的沟通交流平台，认识到公民网

络政治参与可以提供决策信息、扩大公共政策的议

程来源、改进公共政策的质量以及提高决策的执行

力等。这种决策机制是建立在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

动上，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共同推进公共决策，

达成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主动回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政府主动深刻的参与到网络事件中。议程

由网民发起，网络民意逐步传递给政府部门，政府

对此采取支持态度并积极参与其中，实现合作治

理。微博打拐就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打击拐卖儿

童的政策执行过程。公民借用公安部在打拐解救儿

童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政府借助公民的热情和

力量，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大量的相关信息，从而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弥补政府信息和人力物力的

不足，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空间。拐卖妇女儿童是

性质极为恶劣、造成很大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为

了惩治拐卖妇女儿童，我国已出台许多的重要法规

和文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公民的主动参与，

更是注入一股合力，产生了联动效应。2010年9月
27日，《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邓飞借助微博成功找

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成为了微博打拐的第一个成

功案例。2011年1月25日著名学者于建嵘在新浪和

腾讯两大门户网站设专题微博“随时拍照解救乞讨

儿童”，呼吁网友随手拍遇到的乞讨儿童并上传照

片，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微博打拐在互联网

大规模展开之后，政府主管部门首先做出回应，各

地公安部门负责人表示支持微博打拐，并加入其中

产生联动效应。《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权威

主流媒体也发布专题报道，进一步扩大微博打拐的

社会影响力。

二是网络参与的发起主体就是政府本身。一般

来说，政府会通过政府网站释放决策气球、公开征

集民意等，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舆论造势吸引广

大网民对公共政策发表看法。社会意见和建议的收

集、反馈和不断修改的过程可以看作政府与公民对

政策方案的协商过程。新拆迁条例网络意见征集就

属于这种情况。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五名

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

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

条例并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2010年1月
29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官网公布《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意见征集公告发布后，新华社第一时间对

公告进行全文转载。随后人民网、新浪网等媒体也

纷纷转载。网民开始发表看法，展开讨论。各大媒

体也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发表看法。截至当年

3月3日，共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社会各界主

要在征收补偿、征收程序等方面提出建议。政府通

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公民将自己的意

见与建议通过网络输入政策系统，政府再根据收集

到的意见对方案进行反复修改完善，最终正式出台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图 3   公众主动，政府被动

 

三、中国公共政策“政策窗口”开启的

触发标准

蒂特马斯认为，价值导向的评价标准已成为标

准体系的核心和主流[12]。价值体系涉及社会的基本

观念和信仰倾向。任何社会都有占据主导地位的价

值体系，它排斥着特定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选择方案

进入政策议程。即如果提出的政策诉求与社会价值

体系不相符，那么问题就很难成为社会问题，更不

会进入政策议程[13]。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呈现的

利益主体多元性，如何避免价值多元化可能引致的

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混乱，寻求社会价值形态的最大

公约数，引导和重塑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就是

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课题。本文试图从规范和宏观

层面，以及基于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标准，从

多个层面阐述和揭示我国公共政策窗口开启的触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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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

各种思潮涌动带来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的多样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了价值观领域的主旋

律，体现着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

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

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

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

准则。一旦社会事件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相符甚至相违背，就会引起公众、社

会、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加速政策窗口开启。上海

钓鱼执法事件、江西宜黄拆迁事件等都与核心价值

观所倡导的文明、和谐、法制等价值相背离。养老

保险与户籍制度相挂钩、权力寻租带来的贫富差距

等剥夺了社会的公平感和安全感。“郭美美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等导致诚信体系面临崩溃。社会

不公平感、仇官仇富心理、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等极

易发酵为社会冲突，打破社会和谐运行状态，政府

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就会加快步伐建立议

程，寻求问题的解决。

2. 国家治理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政府行为所

依赖的政治信条、组织目标、制度取向和个人偏好

等。我国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包括“以人为

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包容性发展”

“服务型政府 ”、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国梦以及人类共同命运体等价值观念。主要表现

为，在新发展理念倡导下，公共政策越来越重视

“绿色GDP”，环境领域的问题备受关注，民生问

题也在议事日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九年义务教育

政策、精准扶贫政策、户籍制度改革、最严环保法

出台、健全司法公正与救济体系、政府职能转变、

高压反腐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推进社

会公平公正，打造“善治”政府。

（二）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标准

在互联网时代下多源流的推动，社会问题由多

方力量推动显化，使得原来可能引不起广泛关注的

问题可以高效、精准的传达到每一个网络终端。但

网络焦点问题也并不是随意形成，只有议题本身与

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公民情感诉求高度一致才会被

网民在网络上广泛讨论。本文从基本价值取向出

发，提炼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微观层面

的价值标准（表1）。

1. 个人层面：参与、平等、独立。互联网自由

宽松环境的助力，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可能会愈演愈

烈。但也要正确意识到互联网同时也创造了精英与

公众共同合作去构建政策问题的可能性和平台。传

统媒体都以编辑记者为中心提供和生产内容，而新

型网络内容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创造，每一个网民都

成为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公众要求参

与公共决策、与其他利益主体平等对话，拥有独立

的政治人格，从根本的价值层面打破了源流汇合的

壁垒。2011年北京PM2.5事件中，不少民众主动走

上街头参与PM2.5数据监测，并通过各种社交平台

发布监测数据，向政府提出倡议行动。近年来出现

的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互动等网络政治空间

都是公共机构与网民进行平等协商，共同推动公共

意志政策化的表现形式。云南“躲猫猫事件”就是

现实政治中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标志性事件。

2. 社会层面：公正、法治、稳定、和谐。一旦

社会问题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到社会安定，影响到法

治社会的实现，让公众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公正的

时候，公众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自己的诉求，

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自身的诉求，推动社会问

题向政策问题转变，或社会问题发展的态势已经很

表 1    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标准

个人层面 社会层面 政府层面

事件名称 参与 平等 独立 公正 法治 稳定 和谐 廉洁 透明 回应 责任 有效

山西黑砖窑事件 √ √ √ √ √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 √ √ √ √

厦门PX项目事件 √ √ √ √ √

“7·23”甬温线动车事故 √ √ √ √ √

微博反腐 √ √ √ √ √ √

北京PM2.5事件 √ √ √ √ √ √

云南“躲猫猫”事件 √ √ √ √ √ √ √ √

微博打拐 √ √ √ √

罗彩霞事件 √ √ √ √ √

出租车罢车事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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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了，与和谐社会状态不相符的时候，也会推动

社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引

发了公众对饮用水安全的恐慌；罗彩霞在天涯社区

发帖《高中同班同学冒名顶替上大学，我的伤害谁

给埋单？》  之所以引起网民及媒体洪水般的讨

论，就是其事件触痛了公众的神经，引发强烈的不

公平感；近期各地出现的出租车罢车事件引起网民

在网上广泛热议，“黑幕说”“蛋糕说”“利益

说”等言论充斥网络。出租车与专车、竞争与垄

断，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被呈现出来，这与和谐社

会建设具有很大的反差，反差的形成促成社会问题

得以被重视。

3. 政府层面：廉洁、透明、回应、责任、有

效。公众要求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能够积

极、有效回应公民的诉求，同时能保持自身的廉洁

透明。一旦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公众心中理想政府的

形象有差距，政府与公民的博弈就会上演，促成政

府政策议程的变化。长期存在的腐败现象令人深恶

痛绝，使得“网络反腐”此起彼伏，官员们抽的香

烟、戴的名表皮带等都有可能成为关注焦点并通过

网络直接曝光，给纪检部门强大的舆论压力。极个

别官员腐败败坏社会道德，损害社会公正，影响公

共权威的合法性，所以建设廉洁性政府，一直是执

政党治理改革的重点。回应性要求政府对人民的诉

求及时作出负责任的回应。互联网时代高回应已经

成为政府危机公关和解决问题的重点，类似于拒绝

诉求、封锁消息等消极应对的手段已经式微，取而

代之的是运用各种微平台与公民及时互动。如果政

府不及时回应公众诉求时，网上的舆论就指向公权

力，也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遇到突发事

件，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控

制事态。山西的黑砖窑事件暴露了农村地区的劳动

用工和流动人口等环节存在管理上的问题，引起了

社会极大的震动和关注，政府的高回应态势促进了

案件的查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

与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是政府

议程建立的价值标准，大多关系到国家宏观层面的

问题，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国家治理以及社会

和谐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环境问题、三农问

题、精准扶贫等，都试图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来促

进社会和谐和发展。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

是对公众议程的指导标准，主要涉及与公众生活贴

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比如食品安全、反腐

等。前者属于宏观和规范层面，后者属于微观和具

体层面。前者是抽象的信念，而后者是更为具体的

价值表达。前者是在多元价值观中的主流价值观，

而后者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取向。两者之间并不是

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相互补充和重合的价值取向。

这些价值取向往往既具有宏观政策意义，又贴近公

众生活。比如教育改革问题，政府是从国家宏观层

面将其定义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才储备和资源分配

问题，而公众则视为个人层面的教育平等问题。当

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相吻合时，社会问题进入政策

议程的窗口概率便会增强。

四、结论与启示

互联网社会中的决策机制创新是受驱动于公民

意识回归、服务型政府理念建立、现代治理模式的

发展等。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勃兴时代的到来，网络

元素已经成为政策系统中无法忽视的影响因子。在

网络时代中，公民自由表达权的成长建构起多中心

话语权威体系，助推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推

动了民主化政治生态的养成，使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从政府主动、公众被动的模式，向公众主动、政府

跟进阶段转变，最后演变为公民主动、政府主动，

官民高度互动的决策模式。在互联网信息流对流过

程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

与互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标准筛选议题，同

时网民、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政府等利益相关人

进行无缝沟通，从而促使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

汇合，政策窗口开启，网络议题进入政策议程。但

网络不是万能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其自身的局限

性。比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民意还只是

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意愿，不能替代公众意见；网络

上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和话语，模糊了焦点事件的本

质，干扰决策者对问题的判断，弱化了网络舆论在

政治流当中的作用；西方一些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

意识形态渗透，试图颠覆我国的政策价值取向等

等。因此政府应该利用有效的制度工具进一步强化

政府决策机制创新能力和价值建设[14]，为实现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

（一）加强政府推进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的

硬件建设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决策机制创新不断推进

的动力和保障。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1） 完
善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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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了政府网站的普及，但仅仅是政府网站数量

的提升还不够，还应该提高政府网站运行的服务水

平。许多政府网站有设立网上留言、在线访谈、领

导信箱等政民互动版块，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公民参

与的功能，往往流于形式，实用性极为有限。因此

要全面优化政府网站，建立民意征集回馈系统和网

络民意调查，保证界面更加友好，操作更加简洁，

能为公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决策参与路径。同时要整

合政府网站的资源，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网站，消

除各自为政的状态，为公民提供统一的便捷渠道。

当前“微博问政”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但对政务微

博的使用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约束力。为了推动微

博问政规范化，可以要求政府机关必须开通微博，

定期发布信息，与网民互动并进行有效反馈，对长

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政务微博追究行政责任，并将政

务微博运营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当中。（2）缩小

网络数字鸿沟。首先要采取倾斜和优惠措施，在农

村地区大力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金、

技术、人才等支持促进落后地区互联网的接入率。

对于互联网运营部门定价要进行监管，降低上网费

用，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可以建设一批社会网

络中心，面向弱势群体免费开放，在网上表达其利

益诉求。

（二）建立有效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的回

应制度

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衡量指

标。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目标在于影响公共政策，只

有切实加强政府对于网络参与的积极回应，网络政

治参与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充分重

视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积极运用大众媒介的社会

功能，引导各媒体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能积极反

馈社会问题，通过大众媒介了解民意并予以回应。

在应对网络参与时，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网络热

点、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第一时间表明政府的态

度、第一时间展开行动。公民要参与政策制定的过

程，监督政策的实施，反映存在的问题，政

府还要激发“沉没的声音”，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多

样化的民意参与机制，听证会、专家咨询要有广泛

的代表性。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

在监测环节，要密切关注舆情的走向、内容、价值

观等，将最新情况反馈到有关部门；在预警环节，

对舆情内容进行判断和归纳，对有可能产生更大范

围影响的进行筛选，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舆情走向

做好应对准备；在应对环节，政府要抢占第一时间

在网上发布权威信息，掌握主导权，及时采取行动。

（三）强化公共政策决策的价值建设

为了避免价值的多元化而引发公共政策核心价

值标准的混乱，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

政策的价值标准为主导。积极倡导包容性发展、建

设和谐社会、绿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从价值理念向政策实践转变。互联

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表明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

率越来越大，这得益于互联网参与的个性化和通畅

性。“平等”“独立”“透明”意味着今后政府更

应该加强政务信息公开，以及改进网络管理方式。

面对日趋成熟化的网络问政，政府应该加强民意回

应制度的建设。“廉洁”“责任”“有效”需要政

府不断推进廉政反腐建设，简政放权，建立服务型

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与互

联网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的共同指向就是公平、

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

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应该成为政府治

理改革的重点，这也是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和谐社会

的内在诉求。只有将公共政策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价值体系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公正、法治、平

等、责任、回应等一系列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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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Public-Policy and the
Standard of Policy Window Open in China in the Internet Age:

Analysis Based on th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SUN Guo-feng   YU Ping-pi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network  element  to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  poli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analysis of the value standard of window open innovatively by reconstructing and optimizing th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In  the  Internet  age,  the  growth  of  the  free  expression  of  citizens  builds  a  multi-center
discourse  authority  system,  boosts  the  awakening  of  civil  rights  awarenes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ecology, so that the public poli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changes from the government
initiative  and the public  passive model  to  the  public  initiative  and the government  follow-up stage,  and finally  it
evolves into a public initiative, government initiative, and highly interactive decision-making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hrough the public  policy valu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lue propositions precipitated by Internet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o filter issues, the convergence of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and  political  stream  can  be  prompted,  and  the  policy  window  will  be  open.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use effective tool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value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new tools and perspectives for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poli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standard of valu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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